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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墨子》共十五卷七十一篇，現存五十三篇，由墨翟弟子及其後學所記述綴緝而成1。畢沅以為

「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2。」胡適先生將墨子五十三篇分為五組（見附錄一），近代學

者梁啟超、錢穆、方授楚等亦跟從之。 

筆者認為墨家思想具有邏輯與通俗性，而墨子窮一生實踐其政治思想亦十分值得後人欣賞，如

他經常帶吳進領墨者前往越國、衛國、楚國、齊國等地方進行遊說，在《墨子》卷十三〈公輸〉便

曾記載墨子成功說服楚王不攻打宋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3」，當中正正顯示墨

子不僅有強而有力的緊密邏輯，更有實戰的戰術和實力。墨子不僅限於理論，而是能夠帶領墨者親

身實行之。這種言行一致、捨己為人的力行精神，就連經常批評他的孟子也稱讚他「墨子兼愛，摩

頂放踵，利天下為之4」，因此，筆者認為他的政治思想與言行一致的精神值得推廣與更多人賞識。    

另一方面，墨子的主張能以平民階級的角度出發，貼近民生。他於〈非命上〉提出了三表法，

亦是他言行標準，當中的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實5」及第三表「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

民之利6」，皆是以百姓的生活經驗與百姓的利益為依據，並以此為法儀，提出了「十論」，其著作

更曾被稱作「賤人之學7」。 

墨子的學說曾風靡一時，如《孟子．滕文公下》就曾經提及「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

言不歸楊，則歸墨8。」，更有「世之顯學，儒墨也9。」之說，可見墨學當時舉足輕重的地位。可惜

的是，在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便很少再談及墨家。由秦始皇十四年，到司馬遷《史

記》只有一百五十年的時間，但墨學卻消失迅速，連《史記》中提到墨子的亦只有四個字10。五四運

動前後，墨學復興，墨家再一次成為受矚目的對象，梁啟超、胡適、蔡和森等著名的學者、政治家

皆十分推崇墨子，然而在五四運動後，墨家發展卻未見蓬勃。尤其在現今社會，儒家與道家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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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授楚：《墨學源流》（上海：中華書局，1937 年），頁 39。 

2 畢沅：《墨子．附篇目考》（上海：商務印書局，1939 年），頁 1。 

3 張純一：《墨子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頁 617。 

4 周富美：〈墨子的實學〉，《臺大文史哲學報》，1973 年 22 期（1973 年 6 月），頁 161。 

5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41。 

6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41。 

7 李賢中：《墨子》（香港：中華書局，2014 年），頁 15。 

8
 朱熹：《四章書句集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 87。 

9
 王蘧常：《諸子學派要詮》（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128。 

10 錢穆：《墨子》（臺灣：商務印書館，1930 年），頁 75。 



研究主流，即使民眾不認識其學說，也會聽過孔子與莊子的名字，在中文科的課程中也不難發現儒

道的身影。當新儒家與新道家已經有所發展時，後世對墨家卻不太重視，墨家的蓬勃算是曇花一

現。雖 2004 年彭永捷先生曾在《現代哲學》發表了《淺議「現代新墨家」》的文章，但民間迴響卻

不大。 

  有見及此，筆者希望對墨子作簡單整理及探究，了解這位中國思想家的動人之處。墨子以平民

視點出發，為實現其「兼愛興利」之理想，達致他〈天志中〉「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

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11」的理想社會，消除民之三患，提出強而有力的改革主張，亦代

表著一種人文的關懷及人文主義的精神12。 

在此文，筆者將會先闡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將十論分作四類，分別是倫常價值、國民經濟、

神道設教、賢人政治，並透過整理前人的評價，參考過往的文獻與學者的書目，加人個人拙見，歸

納並淺析當中墨子在春秋戰國時的宏大理想及實踐時的困境。 

 

(1) 文獻回顧 

本文主要的依據是第三組的篇章，亦即《墨子》最為膾炙人口的十論——尚賢、尚同、兼愛、

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共三十篇，今缺七篇，故二十三篇。據梁啟超所

言：「這十個題目二十三篇，是墨學的大綱目，墨子書的中堅13。」而胡適先生亦將其稱之「墨教的

教條14」。十論一直被學界主流視為墨學思想的核心，是非常具體的政治改革，乃針對當時的社會弊

端所提出的主張。如學者畢沅所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剛語之節用、節葬，

國家熹音湛湎，剛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剛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剛語之兼

愛15。」故此，本文將會以十論作為研究墨子政治改革思想的重心。至於〈非儒〉，這屬墨子對儒家

的批評，不屬於政治改革的主張，故不為研究的重心。 

  另一方面，筆者歸納學者意見，〈法儀〉篇以天為救世之法儀16，與天志各篇之義相同，而〈七

患〉與〈辭過〉兩篇剛與〈節用〉相通，而〈三辯〉則與〈非樂〉相通。孫氏閒詁以此四篇「為天

 
11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82。 

12 吳進安：《墨家哲學》（臺北：五南圖書，2003 年），頁 47。 

13 梁啟超：《墨子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37 年），頁 16。 

14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年），頁 174。 

15
 畢沅：《墨子．附篇目考》（上海：商務印書局，1939 年），頁 1。 

16 孫詒讓：《墨子閒詁．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9。 



志、節用、非樂之餘義17」，梁啟超先生以為「記墨學概要，很能提綱挈領，當先讀18」。故此，我

會以十論作為主要的研究重心，並輔以第二組篇章〈法儀〉〈七患〉〈辭過〉〈三辯〉釐清概念。 

  學界對於第一組〈親士〉與〈修身〉篇章的考辨則有不同看法，如畢沅曾指「〈親士〉與〈修

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19」；汪中先生曾於〈墨子序〉評〈親士〉與〈修身〉「其言淳

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裡，為七十子後學者所述20。」《古史辨》的〈墨子經說作者考〉張煊亦提及此

兩篇「文富麗，近荀子所言，皆儒者言，決非翟作21。」近代學者陳問梅也提到〈親士〉篇夾雜道法

之言，與墨子思想無太大關係，亦指出〈修身〉篇「大抵屬儒家之旨22」。至於〈所染〉，汪中提到

「此篇『宋康染於唐鞅田不禮』一語考之，之數篇殆作於宋亡而後，其時墨骨已朽，胡能著述23」，

因此本文將不會以第一組的〈親士〉〈修身〉篇章作為研究的依據。 

  至於第三組篇章〈小取〉〈大取〉〈經說上下〉〈經上下〉則以闡述邏輯為主，又稱《墨

辯》。而第四組〈貴義〉〈公孟〉〈魯問〉〈公輸〉則是記載墨子一生的行事言論。第五組的篇章

（亦卷十四及卷十五）則是以墨子非攻禦寇之術為主。因此筆者不會以第五組的篇章作依據，至於

第三、四組的篇章則會作參考之用。 

 

 

 

 

 

 

 

 

 

 

 

 

 

 

 
17 方授楚：《墨學源流》（上海：中華書局，1937 年），頁 40。 

18
 方授楚：《墨學源流》（上海：中華書局，1937 年），頁 40。 

19 畢沅：《墨子．附篇目考》（上海：商務印書局，1939 年），頁 15。 

20 孫詒讓：《墨子閒詁．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19。 

21
 顧剛及羅根澤：《古史辨．第六冊》（上海：開明書店，1938 年）。 

22
 陳問梅：《墨學之省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頁 28。 

23 孫詒讓：《墨子閒詁．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19。 



二、 倫常價值——兼愛、非攻 

 

(1) 兼愛 

梁啟超先生曾言墨學的根本觀念就是兼愛24，清代學者張惠康《墨子經說解》亦謂「墨之本在兼

愛25」此外，方授楚先生亦指墨子提出兼愛是為了建立一種新人生觀，即亦新之社會道德，以此為前

提，以實現墨子之各種理想26，可見兼愛乃墨學的重要核心。 

在〈兼愛上〉，墨子提出了社會混亂之現象27：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

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

君之不慈臣，……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

然。……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同時，他又曾於〈非樂〉篇提及「民之三患」，分別是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

息，可見當時的墨子觀察到社會之亂象以及民生問題。 

墨子以為此亂象皆源於人們「不相愛」，故為了達致「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

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28」的理想社會，提倡兼愛之說，並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作為治天下

之道。梁啟超認為「『兼相愛』是理論，而『交相利』是實行這理論的方法」29。墨子認為若能做到

「視人之室若其室」、「視人身若其身」、「視人家若其家」、「視人國若其國」30，那麼「天下之

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

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31。」只要人們兼相愛，天下間「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

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32。」 

 
24 梁啟超：《墨子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37 年），頁 8。 

2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98。 

26 方授楚：《墨學源流》（上海：上海書店，1937 年），頁 82。 

27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91-92。 

28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82。 

29 梁啟超：《墨子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37 年），頁 16。 

30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92-93。 

31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95。 

32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93。 



墨子欲以兼愛之說重建社會秩序，使人民和睦相處，不再起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達

致「交相利」的目的。按梁啟超先生所言，這「把一切含著『私有』性質的團體都破除了，成為一

個『共有共享』的團體，就是墨子的兼愛社會33。」。 

根據學者孫廣德歸納及筆者的概括，兼愛有四種含義34。 

（一）全體之愛 

〈小取〉言：「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

矣35。」愛人需要周遍地（所有）必須每一個都愛都才是愛人，若不是每個都愛，就是不愛人。 

 無人我之分 

〈大取〉曾提到「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36。」兼愛是無人我之分，

而是視人如己。周富美認為「墨子兼愛之說，乃是廣泛的泛愛主義。其立說的根抵在於『欲人之愛

我，必我先愛人而後可』，兼愛的『兼』字包括了人我兩方面37。」孫貽讓亦指「無人即兼愛之義，

言人我兩忘，則視人如己矣38。」可見兼愛並無人我之分，而是把自身亦歸入集體中。 

 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 

兼愛旨在愛所有人，不論處於古代或現今，或是身於何地，都是被包括於所愛的範圍內。在

〈大取〉曾言：「愛眾眾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

39。」意思就是兼愛不受時間與空間之限制。 

（二）無差等之愛 

〈兼愛上〉曾言：「視人之室若其室」、「視人身若其身」、「視人家若其家」、「視人國若

其國」40；〈大取〉亦言：「愛人之親，若愛其親41。」。因此，兼愛是不計較關係、階級與身份，

視人如己，國家如是，並且對所有人都愛都是均等，不會因親疏遠近而有所深淺之分。 

（三）涵利之愛 

 
33 梁啟超：《墨子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37 年），頁 10。 

34 孫廣德：《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臺灣：中華書局，2017 年），頁 162-166 

35 孫詒讓：《墨子閒詁．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83。 

36
 孫詒讓：《墨子閒詁．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69。 

37 周富美：《墨子兼愛說平議》，《臺大文史哲學報》，1977 年 26 期（1977 年 12 月），頁 107。 

38 孫詒讓：《墨子閒詁．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72。 

39
 孫詒讓：《墨子閒詁．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71。 

40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92-93。 

41 孫詒讓：《墨子閒詁．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78。 



學者譚宇權曾評兼愛是「為了提解決當時各國爭戰的問題，而提出的一種謀求「大眾利益」的

功利主義。這裡所指的利是全體之大利，並非個人私利42。」墨子多次於〈兼愛〉篇提及「兼相愛交

相利」、「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認為兼愛正可帶來天下之大利，而梁啟超先生亦曾指出

「墨子所謂愛是以實利為標準；他以為有一部份人奢侈快樂，便損了別部分的利了；所以反對他

43。」因此，墨子的兼愛之說正以大眾之利作為標準，指出只要兼相愛，人們愛他人如愛己、愛他國

如己國等，便可達致交相利之目的。 

（四）對等互報之愛 

墨子於〈兼愛中〉說「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

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44。」意即兼愛他人者，人必從中利之；惡人害人者則必遭受他人惡之害

之。於〈兼愛下〉亦引《詩經．大雅》之言：「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45。」按學者孫中原的說法，「即以愛的態度待人，會得到愛的回報；以惡的態度待人，會得到惡的

回報46。」從以上可見，兼愛講求「投桃報李」的對等互報，只要以愛待人，便會得到相應的回報，

反之亦然。 

另一方面，墨子亦多次論證兼愛之可行，按學者蔡仁厚之歸納，可分為四類：人情擇必取

兼；聖王皆行兼愛；行兼愛者不害孝；君主悅兼而以兼為政，可收上行下效之用47。 

在論述觀點時，他以三表法論證兼愛之可行，分別是「發而為刑政，觀乎國家萬民之利48」及

「察百姓耳目之實49」的方法，繼而提出執兼之士與執別之士的生活經驗，以及百姓的反應及結果，

並指出「兼以易別」，他認為「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

害者也50」，墨子以不同的情景假設來對比別君、別士與兼君、兼士兩組的人格特徵與處事作風，而

兼君、兼士的組別能夠以「兼相愛交相利」之道行事，別君、別士的組別則令百姓民不聊生，故此

兼愛能夠「興天下利之利，除天下之害51」，從而論證兼愛的正當與合理性。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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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梁啟超：《墨子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37 年），頁 8。 

4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96。 

45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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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原：《墨子的智慧》（北京：三聯書店，1995 年），頁 198。 

47 蔡仁厚：《墨家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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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06。 

51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06。 



此外，墨子亦按三表法中「本之天鬼之志，及考之古聖王之事52」的原則，引了許多古代聖王兼

愛的例子，如他舉出古代聖王周文王、大禹、周武王兼愛無私，天下治理得宜，從而論證兼愛是可

行的。 

同時，他又認為只要君主能夠做到兼愛，臣下、百姓亦能做到，達致上行下效。他指出「特上

弗以為政，士不以行故也53」，意思就是居於上位的君主若不行兼愛，那麼士人們便不會實行。他又

認為「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54」，並且舉出晉文公、楚靈王及越王勾踐的例子，從而論證若君主

喜歡，則百姓及大臣們都能夠做到。因此，若君主能夠採納兼愛之思想，那麼民眾亦會跟隨君主的

心意，達致「兼相愛交相利」。 

(2) 非攻 

在兼愛的基礎上，墨子就戰亂頻生，互相兼併篡弒的現象提出了「非攻」主張。梁啟超先生認

為皆因當時軍國主義日見發達，多數人以為國際上道德和個人道德不同，覺得為國家利益起見，無

論出甚麼手段都可以55。而墨子則反對此現象。陳問梅先生曾簡括「非攻消極而言即『處大國不攻小

國』，再言之是『不攻國』，積極地說即『愛人之國若其國』56。」 

在〈非攻上〉，墨子以一件小事入手，指出一個人竊李會被非議和遭處罰，因這是「虧人自

利」之事，如一個人竊雞犬馬牛，其不仁義又超過竊李的人，因為他損害別人的利益更多，因此墨

子指出「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57」，同時表示天下君子都跳知道這些事是不義，但現時

國家攻伐別人的國家，卻無人非議，並將此稱為「義」，是不明白義與不義的區別。另外，他又舉

出天下君子認為殺一人是不義，殺百人是百重不義，但攻伐征戰這種大不義之事，卻無人非議。

「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58」，對墨子而言，這是一種雙重標準，偷竊這種

「虧人自利」的小事大家都知道是不義不仁，但卻支持攻伐國家這種「虧人自利」的大事，是混淆

了義與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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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攻中〉說：「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59」他認為發動戰爭剝奪百姓財用，荒廢

百姓利益，對百姓毫無利處。他指出攻伐有三項弊端，一是侵略之戰失去的遠超得到的，在〈非攻

中〉中提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60。」他認為戰爭「殺人多必

數於萬，寡必數於千61」，即使國家能夠透過戰爭得到眾多的土地，但人民不足，只會淪為「虛

城」。二是即使國家透過戰爭擴大了土地版圖，但最終仍是會踏上滅亡之路，並舉出吳王雖大敗齊

人，不斷取勝，但最後還是被越王滅國，又舉出了晉國智伯強大，最後卻被韓、魏、趙合力擊敗。 

三是攻伐禍害所及範圍不僅限於人。在〈公孟〉中墨子曾言「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

利也62。」當中不利的不僅限人，而是包括天與鬼，他於〈非攻下〉提到63： 

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

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

以為利鬼乎？夫殺之人，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

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

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 

在不利於天方面，墨子於〈法儀〉曾提到「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長幼貴賤，皆天

之臣也64。」對墨子而言，人與土地皆屬於天，攻伐殘害民眾，即殘害上天的人，攻佔上天的城，破

壞神位，傾覆社稷，這些自相殘殺、大量殺戮之事有違天意。 

  在不利於鬼方面，墨子認為攻伐殺戮令百姓（鬼神的祭主）死亡，廢滅了先王的祭祀，殘害萬

民而令他們流離失所，這樣便不符合鬼之利益。 

  在不利於人方面，戰爭的費用是取自人民的衣食之本，為了支持國家打仗，竭盡自身財用，對

百姓也十分不利。同時在〈非攻中〉又提到了軍隊於冬天和夏天行軍，亦會導致「春則廢民耕稼樹

藝，秋則廢民穫65」，令百姓飢寒而死。同時，許多出兵時用的兵器、兵車，牛馬等許多都會損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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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亡。而戰爭時亦會令人民沒有安定生活，生靈塗炭，甚至不少軍士因戰爭而亡，實在是多不勝

數。由此可見，墨子認為戰爭對百姓百害而無一利。 

  當時恃強凌弱的戰爭頻生，故此墨子亦著重小國間的互助，提出了「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

之66」。他提到三樣救助之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

之。 

  另一方面，墨子雖主張非攻，反對所有帶有侵略與攻擊性的戰爭，但他卻贊成「誅」，對於不

義的政權，墨子認為可以作出誅伐，並舉出了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的例子，以有義伐不

義，符合上天之意。 

最後，墨子言67： 

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居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

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

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認為若想達致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上要符合聖王之道，亦即是天的意旨，同時也要

符合對百姓的利益，因此需要非攻。 

(3) 其理想與實踐之困境 

胡適先生曾評墨子的兼愛非攻主張，「可見墨子說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是『最大

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是『兼愛』的真義，也便是『非攻』的本意68。」墨子提出兼愛，是為了消除

人與人間的隔閡，以愛來化解矛盾，以兼愛重申建構社會的倫理秩序，從而達致平亂求治。 

墨子的「利」從百姓的角度出發，以兼愛和非攻達到互利之狀態。墨子生於戰亂頻生的年代，

三家分晉、田氏篡齊、越王稱霸等，社會崩解、道德淪喪，在位者只重視 兼併篡弒，百姓連性

命亦朝不保夕，「從社會重建的角度而言，提倡兼愛是喚起人類良知與普遍的理性，這是社會重建

的基礎，需要教化與勸導69。」他對百姓充滿關懷與憐憫之心，察覺民間亂象，因此以兼愛的價值取

向來引導萬民，希望以此重建社會價值從中可見他為天下蒼生設想的精神，以及追求天下之利的

心。另外，雖然墨子非攻，但卻贊成誅戰，若政權不義，違背天的心意，使百姓飢者不得食，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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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那麼這個政權便應該遭到討伐，以有義伐不義。由此可見，兼愛非攻的主張

正正彰顯其關愛民百姓，渴望平亂求治的理想。 

從另一方面，墨子也絕非是紙上談兵的和平主義者，在〈公輸〉曾記載墨子止楚攻宋，在〈魯

問〉亦有止魯陽文君攻鄭之事，蕭公權亦曾評非墨子的非攻「則於鮮明之理論外，復具防禦戰爭之

優美技術70」。因此，墨子是一個積極實踐自己和平理想，希望透過提倡兼愛與非攻，身體力行地阻

止戰爭，讓百姓生活得以安居樂業，不再陷入戰亂中，達致「兼愛興利」，「刑政治，萬民和，國

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71」的理想社會。 

然而，兼愛之主張卻受到當代思想家或近代學者的抨擊或非議。如孟子曾於《滕文公下》批

「墨子兼愛，是無父也72」不少學者亦持類似的看法，認為「兼愛否定儒家愛人次第，將愛人之親上

升到愛己之親同等高度73。」造成人們無法區分情感的厚薄，以致不能分開自己與他人的親人。人們

容易將愛、時間與精神投放於與自己親近的人，此乃人的天性，若強制壓抑自己的情感，對所有都

一視同仁地愛，是違背人性之表現，莊子亦曾批評兼愛「反天下之心，天下之堪
74
」，梁啟超先生亦認

為「兼愛乃極端無差的愛，而斷不可行於實際75」。 

其次，兼愛抹殺了人的個體。梁啟超先生所云：「人類與『非人動物』界線最重要的是，對於

外界而覺有所謂『自己』者存也76。」他認為在政治、法律等範疇均講求「所有權」，著重人個體的

差異。而此觀點亦與荀子相似，荀子〈天論〉曾評「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崎77。」亦曾於〈非十二

子〉云：「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78。」對於此評論，學者蔡仁厚有以下闡述79： 

畸，即不整齊、有差等之意。墨子只能體認齊一、肯定齊一，而不能體認差等、肯定

差等。而齊一，在某一意義上，亦可以說即是平等的意思 。所以，荀子這句批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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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僈差等』並無實質上的不同。對於這一點， 我們只說一個意思：凡是抹煞個體性與

差別性(或特殊性)的普遍性，都將妨害個體自由與人性尊嚴…… 

    他們認為兼愛令人的差異性消失，成為了只為生活存在的動物，喪失了個人的意志，將自己獨

有的想法隱藏，「抹殺了『質』的差異而出現的『量』的齊一80」。例如朋友關係間再無分親密遠

近，那麼人們亦不會再分誰是知己，誰不是知己，誰較要好，誰不太要好，因此失去差異反而令關

係更加抽象。 

另一方面，兼愛著重於對等及互惠互利，達致社會安定守秩序，「兼愛對討論人的價值層次之

開發與自覺心之建立等問題，墨子則訴諸於天志之說81。」有學者認為墨子的主張對於內在與道德修

養的培養著墨較少，唐君毅先生便曾指出兼愛之困境： 

墨子之言兼相愛交相利之義道，亦初未嘗不如其原於仁，故《兼愛》亦恆以仁義並

舉。然墨家只限於言此兼相愛、交相利以相施之義道，而不言人之能行義而不求報

考，其心其德之更足貴，其人更足尊足敬，亦不知所以待此種人，與竹教不知報之人

之道，以補其所言之義道之窮，則顯然與儒者之說異趣82。 

  墨子提倡兼愛，其價值根源在於天志，天子需順天意而行，而天子對人民則會「勸之以賞譽，

威之以刑罰」。然而，這裡著重於以賞罰的功利方式令人們兼相愛交相利，但是對於人心的自覺和

自我價值之建立卻未有著墨，有學者便批評兼愛「在道德實踐而言，無主體意識之肯定與意志，遂

不免受制於外在條件或是功利因素之羈絆，缺乏更高層次的主體自由意志之道德意識83。」亦正如蕭

公權所言，「墨子乃不復重視個人之品性，而傾向於效果之利害……〈兼愛〉三篇之中所斤斤計較

者多在兼別所收之報償，而絕口不言仁愛之主觀情感84。」墨子多次提到了兼愛如何達致交相利，著

重其功用與實利，但是卻沒有讓人們思考為何要愛，甚麼是愛，如何去愛，愛的自覺以及個人本身

的道德修養等內化元素，故對人的主體價值而言，兼愛未能更深入地對此進行探討。若兼愛是建基

於天志的賞罰而成，一旦天志未有彰顯，人們又未有主體的道觀意識，社會很容易因此歸亂，人們

再一次以私利為先，虧人自利，而兼愛便無法實行之。 

 
80
 蔡仁厚：《墨家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頁 91。 

81 吳進安：《墨家哲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頁 179。 

82 吳進安：《墨家哲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頁 183。 

83
 吳進安：《墨家哲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頁 180。 

8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100。 

 



  至於非攻，當時各國為了擴大版圖而互相攻戰，墨子提出非攻。但在論述非攻時，他指出戰爭

失去的比得到的多，但同時亦承認了戰爭能夠獲利，如擴張版圖、勝利的名譽等，因此非攻主張難

以在當時的混亂政局中被重視。同時，墨子認為戰爭會令民眾數目減少，即使奪得土地也只淪作虛

城，只剩土地，因此無利可得。換言之，若本身就是小國但人多的時候，就能攻戰來擴大土地，得

到大利，那墨子的說話便難以成立。此外，墨子又舉出了吳王大敗越國，晉國智伯被三家所滅之例

子，皆因攻戰而起，但他們滅亡皆因其貪心，野心不斷擴大，貪得無厭，才導致有如下場，而起初

攻戰的勝利為國家帶來了不少利益，因此失敗的重點並不在於攻戰，墨子的例子顯得不夠說服力。 

   由此可見，為達致墨子心中的理想社會，去天下之大害，興天下之利，平亂求治，因此提出了兼

愛非攻的主張，雖當時未有君主採納，但其憂國憂民之心值得尊敬。 

三、 國民經濟——節用、節葬、非樂 

  墨子提倡兼愛興利，然而天下混亂不堪，王公貴族卻生活奢華，百姓生活顛簸流離。為了達致

「除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的理想，故其經濟改革思想核心講求「強本節用」。司馬談在《論六

家要旨》曾評墨子「強本節用，剛人給家足之道。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85」，而《漢書．

藝文志》亦曾提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86。」可見節用是墨家

的經濟思想的重要原則。同時墨子為實踐其主張，亦帶領他的信徒墨者，過著清貧生活，在《莊

子．天下篇》便曾寫道「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87。」，

深深體現了墨家刻苦與節儉的精神，以及達到其理想的決心。 

   墨子於〈七患〉曾指出當時國家王公大人奢侈行徑如下88： 

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

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

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兇饑則亡。」由此可見當時的王公貴族

揮霍無度，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他又提及「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民

無食則不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節也89。」對於墨子而言，五穀是人民仰賴而

 
85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86 班固：《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87
 顧實著：《莊子天下篇講疏》（臺灣：商務印書館，1928 年），頁 54。 

88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7。 

89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3。 



生活的事物，也是國君用以養活自己與百姓，若失去仰賴，國君則無供養，人民沒有食物便不可使

其工作，所以需要加緊生產糧食，盡力開墾田地與節約財用。墨子亦提到「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

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90」他認為若在年成好時，百姓仁慈馴良；反之，凶

年饑饉時則人民吝嗇兇惡。故此，要避免百姓為了生存而起爭亂，社會不穩，君王便需要節用與增

加生產，確保百姓有「煖衣飽食」。墨子認為只要對國家百姓人民有利，皆為有用。而他亦在〈節

用中〉提及，以「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91」作為生活標準，只要足夠予民所用即可。 

  他在〈節用上〉曾言「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

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92。」意指國家並非以侵略其他國家土地來增加自己的

利益，而是「因其國家去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93」，透過制定及調整經濟政策來讓國家獲利。從以上

可見，墨子認為王公貴族需要減少無用消費，而無用與否正是以「對人民是否有利作標準」，並提

出只要增加生產及節用，那麼人民便有足夠食物，不再挨餓挨寒，社會也不會再起亂。墨子就著當

時王公大人的奢靡之風、但百姓卻民不聊生的現象而提出了節用、節葬及非樂之主張。 

(1) 日常生活 

  蔡仁厚先生按照墨子的〈辭過〉、〈節用上〉與〈節用中〉的內容作整合，歸納了五類墨子認

為日常生活中需節約的項目，分別為節宮室、節衣服、節飲食、節舟車、節蓄私94。 

  在宮室方面，他認為當今君主修造宮室「必厚作斂於百姓95」，因此認為修建宮室不需要太浮

華，只需要「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

止96」，簡簡單單，宮室能遮風擋雨，整潔並可祭祀便可以了。 

其次，在衣服方面，他在提到衣服只要「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97」，如今君主卻向百姓橫征暴斂，

「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珮98」，百姓需「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99」，

墨子認為這些都是無用之事，只是為了好看，損害百姓利益，因此指出只要「冬則練帛之中，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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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5。 

91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49。 

92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45。 

93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45。 

94
 蔡仁厚：《墨家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頁 52。 

95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1。 

96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53。 

97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0-31。 

98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1。 

99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1。 



為輕且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100」，著重冬天保暖、夏天涼爽，且輕便則足夠，此乃節

衣服。 

再者，在飲食方面，墨子認為現今的君主「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鱉101」，而

「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102」，由此可見，墨子認為君主勞民傷財來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慾，更甚

影響左右大臣，令富貴的人十分奢侈，百姓卻要捱餓致死，並且他提出古代聖人飲食標準是「足以

增氣充虛，強體養腹而已矣103」，故若真希望天下管治好而厭惡國家混亂，君王便需節飲食。 

接著，在舟車方面，他又指現今聖王搜刮民脂民膏，「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104」，在舟車加上

浮誇的文彩與雕刻，而女子放棄紡織之事而去修文彩，男子放棄耕作而修刻鑲，導致「是以其民饑

寒並至，故為姦袤105」，使民眾為了飽腹而做奸惡之事，社會混亂，而古人則製舟車則是「全固輕

利，可以任重致用，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106」百姓喜歡使用，並且舟車堅固輕

便，並可運重貨與走遠路。故此，墨子認為現時君王需要節舟車。 

  最後，在蓄私方面，墨子指出「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

男多寡無妻107」，最終導致「民少」。意思即國君拘禁女子作侍妾，令天下男子沒有妻子，男女婚

姻失時，導致百姓減少，故他認為「蓄私不可不節108」。故此，墨子認為在宮室、衣服、飲食、舟

車與蓄私方面，「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109」。  

  對墨子而言，他提倡「兼愛」，故不會將王公貴族置於平民之上，因此會對他們的消費加以約

束，反對其無度消費，並應在生活上節約，以平民生活所需作使用的標準。 

(2) 生產與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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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產上，墨子對勞動亦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著重增加勞動力及生產，並讓人民擔當自己適

合的崗位，以時生財。梁啟超曾言「墨子這種經濟思想，自然是勞力為本位，所以「勞作神聖」為

墨子唯一的信條110。」而陳問梅亦曾評墨子111： 

節用一觀念既有其消極的節約成份，又有其積極的生產成份，所以當這一觀念轉落於

現實之用上時：王公大人一方面，必須去奢、祟儉或即去無用之費；另一方面，又須

盡力設法使人民節約以及增加生產。王公大人和人民都能去奢、祟儉與增加生產，則

必可以倍國或倍天下。倍國或倍天下，即是整個國家或天下之大利。 

故此，鼓勵生產與去奢節用，兩者皆是墨子經濟思想中重要的部份，相輔相成。接下來，我將

會陳述墨子的勞觀生產觀。 

  據墨子〈非樂〉〈節用上〉〈節用中〉〈七患〉所言，勞動的原則是「賴其力則生，不賴其力

則不生112」、「使各從事其所能113」、「以時生財，財不足則反之時114」以及增加人口從而促進生

產。 

  就「賴其力則生，不賴其力則不生115」，他認為人與禽畜不同，禽畜不必勞作，而「衣食之財

已具矣116」，但人需要靠自己力量才能維持生命，故他認為要「使各從事其所能117」，每人按照自己

的能力各司其職，再按農時耕作生產，便可得到足夠財富，達致「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118」。

墨子更舉出上世之聖王禹與湯之例，指出當時有七年水災與五年旱災，但沒有百姓受苦挨餓，正因

他們生產得多，使用很節儉，反映了節約及生產之重要性。 

  再者，他又考慮到百姓作為勞動者休息的權利。在〈非樂〉指出的民之三患，其中一項便是

「勞者不得息」，故此，他的主張便提出了節用財物，使勞動者能夠休息。並於〈魯問〉指出若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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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疲憊沒有休息，患病死亡，人口減少；於〈非命下〉又提到「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得用也119。」

若百姓無法休息，亦會令民眾離散，投奔其他國家，兩者皆會促使國家滅亡。 

  另外，上述墨子曾提及「節蓄私」，讓百姓更容易找到伴侶並結婚， 從而增加生育人口。他又

提出了「早婚」之法，指出「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120。」這樣百姓

盡早成家，就可使人口倍增。 

(3) 喪葬 

墨子提倡刻苦樸素，因此反對儒家久喪厚葬的做法，認為如今人們堅持厚葬久喪只是「便其習

而義其俗121」，故在節用的基礎上提出「節喪」。據學者孫廣德之整理，墨子認為儒家厚葬久喪有

三大害，分別是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使國相攻、使鬼神降罰122。 

首先，墨子認為若人們把時間與財富都用作厚葬久喪，會導致國家貧窮。因厚喪「棺槨必重，

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123」，亦會「金玉珠機比乎身124」，「鼎鼓几梴壺濫，戈

劍羽旄齒革，挾而埋之125」，可見當中浪費許多財物。再者，人們守喪使自己「面目陷陬，顏色黧

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126。」守喪期需減食忍飢，故人們體弱，為農難以耕作，

生產減少，自然國家也不能增加收入，浪費多收入少，自然國家貧乏。 

其次，墨子認為厚葬久喪會使人民寡。墨子認為人們需守喪三年，「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

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127。」守喪令人們變得體弱多病，甚至死

亡，又會因守喪妨礙了男女交往，降低生育率。另外，墨子提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

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
128。」活人殉葬的風俗也會亦人口減少，因此墨子反對厚

葬久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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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墨子認為厚葬久喪「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

治，刑政必亂129。」若守喪，在位者不聽政，在下者不能生產，父子兄弟君臣間，相求不得，導致

怨恨彼此，「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130。」故墨子指出厚葬久喪令人們「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君不愛、臣不忠131」，甚至

出現盜竊亂賊之事，故刑政必亂。 

最後是使國相攻及使鬼神降罰。墨子認為大國不攻小國是因為「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

和」，但若主張厚葬久喪，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而國家沒有財力支撐戰爭支持，也沒

有人口作為兵力，因此出戰不能勝利，也難以守城。因此，若引起他國侵略的野心，容易釀成戰

爭。至於鬼神降罰，由於厚葬久喪，國家貧窮，人民減少，刑政混亂，故人們祭祀之酒禮不再如此

豐盛淨潔，而祭祀的人數亦會減少，也難以依時令節度來進行祭祀，那麼「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

罰而棄之132。」人們將會受到上鬼神之罰。 

有見及此，墨子指出古聖王的葬埋之法，就是〈節葬下〉提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

領，足以覆惡，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133。」他認為棺木只要不讓屍體腐

爛，掩蓋屍形，埋葬時不使腐臭散發便已足夠，又認為在生的人不應為死去的人傷心太久，而是趕

快就業，達致「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134」。 

(4) 非樂   

  梁啟超以為「墨子之非樂，亦節用之一附屬條目，皆為生計問題而起也135。」非樂亦正建基於

節用，墨子留意到百姓飢寒交迫，王公大人於娛樂方面揮霍無度，繼而提出的節約改革方法。在

〈非樂上〉，這裡的樂並不僅指音樂，而是廣義的，如〈非樂上〉所言，「樂」是包括「鐘鼓琴瑟

竽之聲」、「刻鏤文章之色」、「芻豢煎炙之味」、「高臺厚榭邃野之居」136，可見墨子是一切

「美術」如音樂、雕刻、建築、烹調、等等都說是「奢侈品」，並都是該廢除的137。他提到現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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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王為了音樂與舞宴，浪費許多民脂民膏。如墨子便提到齊康公喜好喜歡音樂與萬舞，因此養了一

批不事生產的舞人，並且提供優質的食物與待遇，為了他一人音樂喜好，而造成百姓的苦困。除此

以外，他提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138」，意思就是欣賞音樂會

使君主荒廢了政事，而人民亦會因此忽略生產。 

  按吳進安的歸納，對「樂」的批評可歸納成五個原因139： 

（一） 淫人之繁飾禮樂。 

（二） 厚斂萬民以造樂器。 

（三） 虧奪民衣食之財以養之。 

（四） 荒政廢事以聽樂。 

（五） 喪身亡國之舞樂。 

  另外，以「萬民之利」的角度出發，為樂亦不能產生萬民之利，原因如下： 

（一）為樂浪費民財 

（二）為樂不足以禁暴止亂，於事無補 

（三）為樂浪費民力，妨害生產。 

（四）與人為樂，荒時廢日。 

（五）多養樂士，消耗財用。 

（六）為樂荒廢眾人之事。 

  歸納以上，墨子在〈非樂〉指出了「樂」違反了「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考之不中萬民之利

140」的原則。他又在篇內提到「樂」無法解決「民之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

141」，也無法解決天下之亂，沒有任何政治教化的功用，故此主張「非樂」。 最後，他亦提到「欲

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142。」 

(5) 其理想與實踐之困境 

  從以上可見，他的節約思想涵蓋範疇廣泛，包括了日常生活、喪葬、娛樂，同時又鼓勵勞動與

生產。墨子於亂世提出了如此治亂之方法，追求簡樸尚儉的生活。方授楚先生認為「墨子所欲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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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想，於分配求其平均也143。」墨子認為現時統治階級浪費無度，天下蒼生百姓卻飽受煎熬，因

此要求在位者自我節制，以百姓所需作為生活標準行事。其消極性的節用與積極性的生產，兩者相

輔相成，令資源分配平均，百姓得以維持生計，達致倍國或倍天下之作用。去除統治者之小利，才

能追求天下的大利。墨子亦認為過度的消費不僅沒有帶來任何利處，更損害百姓利益，甚至使國家

貧困、起亂、相攻、滅亡，可見其改革主張正呼應墨子的理想社會——「刑政治，萬民和，國家

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144。」墨子憂國憂民之志及其利民之見，彰顯他對天下

百姓之憐憫與關懷的精神，以及追求「兼愛興利」，達到社會公平之理想。  

  不過，其主張的出發點雖是好意，但卻受到不少抨擊，當中以「非樂」最為人非議。如曾有不

少思想家或學者批評墨子節用的主張違反人性，或是過於否定「樂」的作用。例如莊子曾批評墨子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

下之心，天下之堪145。」梁啟超亦曾評「墨子以嚴格消極的論必要之欲望，知有物質上之實物，而

不知有精神上之實利146。」，更表示「墨子學說最大的缺點，莫如『非樂』147。」他認為「樂」有其

作用，「能以間接力陶鑄人之德性，增長人之智慧，舒宣人之筋力，而所得者足以償所失而有餘

也……148」荀子亦於《荀子．樂論》提到「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149」，學者普遍認為「樂」能有

感化人心之用，是人的情感所需。 

  對於墨子否定了「樂」在治國上的效用，荀子於《荀子．樂論》指出「樂」有其政治教化之作

用，他表示古代聖王重視禮樂，並且「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150。」又

認為「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

人心矣151。」他認為「樂」能滲入人的深處，教化人的速度很快，故古代聖王謹慎地給他文飾。再

者，他認為音樂與禮制是協調人情與治理社會時不可變更的手段和原則。他認為樂會使人民同心同

德，而禮制則強調等級之差異，因此統一禮制音樂的綱領，能管治人們的心性，統治者管理就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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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天下亦能和睦相處。故此，荀子指出了「樂」的政治效能，配合禮制管治人心，統一思想，以

此強化階級之差，並非如墨子所言毫無用處。 

  此外，在〈三辯〉篇中，程繁曾與墨子就著「非樂」作辯論。程繁針對墨子說「聖王不為

樂」，向墨子表示152： 

昔諸候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曹耕夏耘，

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譽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強

而不馳，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意指諸候治國勞累，便以聽鐘鼓之樂的方

式休息；農民從農事，亦借聽瓦盆土缶之樂方式休息，如今墨子說「聖王不為樂」就

如使馬永遠駕車，不卸去車子；將弓拉開永遠不放，這恐怕不是有血氣的人能夠做

到。 

    程繁的觀點與莊子、荀子、梁啟超類似，亦是學界中不少抨擊〈非樂〉的學者之觀點。他

們認為人乃血肉之軀，長期處於繃緊的狀態，反而使人難以完成自己的本分。故情感上需要有

「樂」讓他們放鬆，作心理上的調節，適當的休息讓他們得以走更長的路，同時「樂」亦有陶冶性

情的作用。因此他們認為墨子提出的主張是否定了「樂」之作用，忽略了人們的精神需求。另一方

面，莊子於〈天下〉篇亦提到古代聖王為樂黃帝有《鹹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

《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籍此來反駁墨子說「聖王不為

樂」，考證古代聖王亦會為樂。 

  至於一些較獨特的觀點，如荀子〈富國〉批墨子「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

過計也153」、「天下熬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

其本，弱其原焦天下矣154。」即荀子認為資源不足乃墨子庸人自擾，非天下共同禍患，本身天下萬

物資源已足矣，若按照墨子的主張，天下受的煎熬就像燒焦了，墨子即使過簡樸之生活，亦不能使

人民富足。這傷害了它的根本，斷竭了源頭，使天下財物枯竭。胡適先生亦指「這種觀念是一種狹

義功用主義的流弊。我們須要知道墨子的索教『以自苦為極』，因要『自苦』故不得不反對一切美

術155。」方授楚先生對兩者皆有所反駁，他認為「荀子之學乃立於『王公大人方面者，故以亂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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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156』」墨子是以平民角度出發，以「賤民」作生活標準，其立足點與荀子不同，故對墨子而言，

百姓得不到公平的資源分配才是公患，但對荀子而言，他的立足點在於王公大人，因此對他而言，

起亂才是公患。其次，劉向《證苑．反質》亦記載了墨子回答弟子禽滑釐的語句「故食必求飽，然

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157。」因此，

墨子並非甘於自苦，而是希望百姓望達致最基本的生活標準，才更進一步，追求更豐富的生活。  

    人的情感乃重要之事，若過份壓抑只會導致反效果，因此較多學派或學者認為墨子「非

樂」之說過於否定「樂」的作用，認為「非樂」只著重其物質經濟之用，而忽略其精神層面，亦否

定了其政治教化之作用，在當時被大力抨擊。 

總結以上，對於墨子經濟的主張，大部份人都認為他能夠做到「知行合一」，行為符合其主張，過

著清貧刻苦之生活。墨子以「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考之不中萬民之利158」的原則作思考，提出

了節用、節葬與非樂，構建其理想社會，體現其追求「兼愛興利」之精神。雖然當時「非樂」的主

張受到強烈反對，因此遭到淘汰，但近代學者方授楚、周富美等亦有為其平反，而當中的利民理想

更是值得後人敬佩。 

四、  神道設教——天志、明鬼、非命 

(1) 天志 

        梁啟超先生以為「墨子常以天為其學說最高之標準也159」，從墨子的其餘主張中，我們能

發現其主張皆是為重建社會秩序和倫理價值而提出，規範人類的行為，以達致兼愛興利之理想社

會，因此提出應用性較強，講求實踐的改革。而「天志」的概念正是作為其價值根源，胡適先生曾

言「墨子的宗教以『天志』為本160」。 

    按蕭公權先生歸納，墨子的天志說立於三種根據161，分別是一、墨子認為「天」是萬事之

法儀；二、「天」為全體人類之唯一主宰，其賞罰嚴普及而不可逃，不可不取絕對服從之態度。

三、「天」有管治人類之無上威權，其賞罰雖天子亦不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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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104-105。 

 



    首先，墨子認為「天」是萬事之法儀，將「天」訂為絕對的標準。墨子於〈法儀〉曾言「天

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162」，並指出父母、師長、國君都不作為治理國的法儀，而是以天作法儀，

他在〈天志上〉提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

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163」並且認為「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

不衰，故聖王法之164。」這裡顯示天的恩德是普及世間萬物，而且無任何偏私，施厚恩卻不自以為

有德，其光輝也不受時間影響，永遠不衰，因此聖王亦效法之。 

    其次，蕭公權先生認為「天」是為人類唯一主宰，人類需絕對服從「天」，無法逃離其賞

罰165。梁啟超先生亦表示「墨子的『天』純然是一個『人格神』有意欲、有感覺、有情操、有行為

166。」〈天志中〉曾言「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167。」上天能夠看見全天下，因此若有

人，包括天子，當他們行事違反天意時，必定會被上天看見。而「天欲義而惡不義168」，故此天子

會帶領人民做合乎義的事，而〈天志上〉云：「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

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169。」只要順從上天的意志，便可得賞，反之亦然。〈天志中〉「天為

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170。」墨子指出只有天是最尊貴，天是最聰明的，而義亦是

從天產生出來的。可見，「天」是人類唯一主宰，人類需服從之。 

   最後，「天」有管治人類之無上威權，即使天子亦不能倖免。墨子於〈天志中〉指： 

有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

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

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171。 

 
162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8。 

163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97。 

16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9。 

16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104。 

166
 梁啟超：《墨子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37 年），頁 21。 

167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75。 

168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75。 

169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77。 

170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80。 

171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80。 



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觀其言談，順天之意，

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172。 

「天」就如擔任仲裁者，按天子之行為作出判決，若是為善，天會獎賞他，若是為惡，天會降

罰於他。同時，天子有疾病禍祟時，都會進行儀式及準備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讓天去除之，天子

也會向天祈福。綜觀以上，「天」擁管治人類的無上威權，比天子更加尊貴。 

此外，透過「天志」作為建構世界的法則，墨子亦藉此強化了兼愛之效能。在〈天志上〉提到

「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愛，交相賊，必得罰173。」〈天志中〉又

說：「然有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

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 曰：疾病禍祟是也174。」 

梁啟超先生認為，「墨子講天志，純是用來做兼愛主義的後援，是勸人實行兼愛的一種手段

175。」故此，墨子為了讓人們更加有動機及意欲去兼愛，提出了「天志」之說，以天的力量來約束

人民，以收人們兼相愛交相利之效。 

墨子將天志作為人類最高的價值根源與道德法儀，以法度來重整社會秩序，讓天成為最高的統

治者，百姓順天意而生，令社會重回正軌。 

(2) 明鬼 

學者孫廣德曾言「墨子明鬼之主要動機，亦在欲藉鬼神之神秘力量，以去亂政治，而實現其政

治主張也176。」梁啟超先生亦認為明鬼是「墨子借來幫助社會道德的制裁力177」。墨子認為當時戰亂

頻生，道德淪喪，皆因天下之人不相信鬼神之說，他指出人民「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178」及「不

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179」，若每個人相信鬼神能夠賞賢罰暴，人民便不敢作亂，天下就不會起

亂。 

墨子以三種方式證明鬼神之存在——一、以眾人之見聞證之；二、以古代聖王行事證之；三、

以古代之書證之。 

 
172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88。 

173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77。 

17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82。  

175 孫廣德：《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臺灣：中華書局，2017 年），頁 197。 

176 梁啟超：《墨子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37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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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墨子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37 年），頁 23。 

178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01。 

179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01。 



（一） 以眾人之見聞證之 

墨子指出不少人曾見過鬼神或聽過鬼神之聲，如舉出周宣王被杜伯鬼魂殺死，燕簡公被莊子儀鬼魂

殺死，秦穆公於神廟得到句芒的賞賜，觀辜因祭祀不夠周到而被厲神打死，中里徼因在神面前發假

誓而被殺死，由以上事例證明鬼神之存在。 

（二） 以古代聖王行事證之 

墨子舉出古代聖王之事以證明鬼神存在，他說「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180」，而

夏、商、周三代聖王均設置國都正壇為宗廟，並且重視祭祀，而周武王攻殷伐紂，更使諸侯分祭。

他認為若並非真的有鬼神，聖王們又何必需要如此重視及厚待祭祀，甚至設宗廟，故證明鬼神確實

存在，古代聖王亦相信之。 

（三） 以古代之書證之 

墨子指出《周書》、《大雅》、《商書》、《夏書》等古書中均記載了鬼神之事，因此證明鬼

神確實存在。另一方面，按〈天志中》所言，「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181」，故可得知鬼

的等級是介乎於天與人之間。墨子反駁執無鬼者說這不符合雙親之利益，他認為鬼可分為天鬼、山

水鬼神，也有些鬼是人死後所變成的，並指出祭祀鬼神的用處：若有鬼神，則「是得其父母姒兄而

飲食之也182」；若沒有鬼神，也只是浪費了酒醴栥盛之財，但卻可以與鄉里、親朋好友聚會，聯絡

感情。因此，祭祀能「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眾，取親於鄉里183」。 

同時，鬼神亦是全知，人們不能逃避懲罰，因「鬼神之明必知之184」，而且其懲罰亦不可被抵

抗，「鬼神之罰必勝之185」。此外，「無小必賞之，無大必罰之186」可見無論其地位如何，鬼神都有

賞賜與懲罰之能力。 

 

 

 

 

 
180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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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85。 

182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25。 

183 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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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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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20。 

186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24。 



(3) 非命 

方授楚先生曾表示「各派有命說，流於中國社會，逐致中其毒而各安天命不知進取187」，而梁

啟超先生亦以為「中國社會被命定主義阻卻無限的進化188」，因此他們都認為墨子的非命論是一股

清流。胡適先生對非命有以下的解釋189： 

墨子既信天、又信鬼，何以不信命呢？原來墨子不信命定之說，正因為他深信天志，

正因為他深信鬼神能賞善而罰暴。老子和孔子都把「天」看作自然而言的「天行」，

所以以為凡事都由天定，不可挽同。所以老子說「天地不仁」、孔子說「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墨子以為天志欲人兼愛，不欲人相害，又以為鬼神能賞善罰暴，所以他

說能順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禍。禍福全靠個人自己的

行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來的，並不由命定。若禍福都由命定，那便不做好事也

可得福；不作惡事，也可得禍了。若人人都信命定之說，便沒有人努力去做事了。 

對墨子而言，他除了相信天志與鬼神，也認為人們亦必須對自己的命負責，他認為人得禍或

福，都是由自己的意志決定的，並非命運注定。如果大家都相信命定之說，那麼就便沒有去努力，

天志與鬼神的賞罰也失去了其效力。故此，墨子「非命」論正正是激勵人們去為自己的生命奮鬥，

並順應天意做好事，將相信命定論的人稱為「執命定者」。 

在〈非命〉三篇，墨子再次運用了三表法論證非命。 

(1) 本之者：本之於古代聖王之事；考之天鬼之志 

(2) 原之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徵以先王之書。 

(3) 用之者：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指出沒有人「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190」，並舉出古代聖王商湯及周武王收拾了桀紂混

亂之局面，同時他又指出古代君王的書籍有頒佈予人民的憲法，也有整治軍隊之誓辭，但當中亦從

沒寫過「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等字句，而商、夏之詩書又曰：「命者暴王作

之」，先王之書太誓、先王之書仲虺之告亦對「有命」持反對態度，因此墨子以古代聖王及先王之

書作論證，從而否定有命論。 

 
187 方授楚：《墨學源流》（上海：上海書店，1937 年），頁 101。 

188 梁啟超：《墨子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37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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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年），頁 170。 

190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48。 

 



另一方面，墨子認為執有命者不能在上位，同時指出執有命者是壞人所持之論。墨子在〈非命

上〉說：「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說百姓之

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191。」如暴君不順其親戚，導致國家滅亡，仍會怪「吾命固失之」而非理解

自身過錯，如百姓貪於飲食卻惰於從事，結果飢寒交迫，卻只會說「我命固且貧」。 

墨子認為若執有命者在上位，百姓亦是執有命者，會導致： 

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

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

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

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此外，當人們做出不慈孝，不弟長於鄉里，出入無節，坐處不度之事時遭到懲罰，執有命者便

會將此當成「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192。」，並指「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

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193。」墨子認為這些人以「有命」當作籍口，合理化其不義之行，。 

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

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下） 

故此，墨子認為人們應該否定命定論，而是為自己的生命努力，否則將一切當作命定，對天下

必帶來壞處。 

(4) 其理想與實踐之困境 

如蕭公權先生所言，「考墨子所以推尊天鬼，其用意顯在藉神權以加強其學說之力量194。」普

遍學者皆同意之。墨子提出尊祟天志與明鬼，以此作為價值根源，目的是讓人們更加有動機與意去

行兼愛。墨子認為因大家不相愛才會有眾多禍患，因此提倡兼相愛。而人們若深信天志與明鬼之

說，便會擔心自己若不愛他人，就是不順應天與鬼神的意志，會得到相應的懲罰，繼而紛紛支持兼

愛，因此蕭公權先生又言：「『神道設教』，果能起信化民，有助於墨學之流與實踐乎195。」 

 
191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42。 

192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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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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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106。 

195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106。 



而墨子多次強調「力 」來否定命定，在〈非命中〉說：「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由我見命焉

196！」〈非命下〉說：「 夫豈可以為其命哉！固以為其力也197。」同時又指出「禹、湯、文、武為

政乎天下時，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

命哉？故以為其力也198！」從以上可見，墨子強調「力」，是想每個人都能努力生活，否定預設的

天命，從而達致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解決了民之三患的理想社會。 

因此周富美先生認為墨子「『籍天行道』，利用人民對鬼神的信仰，以宗教的力量制裁，達到

他「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的目的……求合國家百姓之利，締造大多數的幸福199。」尊天

明鬼的主張，亦正正彰顯了墨子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理想，仍是以百姓全體之利作為出發

點，以天與鬼神之力量，為天下加入價值的支柱，重新令社會重回正軌。方授楚先生亦表示墨子天

志明鬼之說「藉以堅平民之信仰而增其勇氣也200」，由於當時百姓常受貴族之壓迫，故此缺乏勇去

實行新的主張，因此天志與明鬼能夠給予百姓勇氣，使他們無所畏懼地去相愛相利，達致兼愛興利

的理想社會。 

雖然其做法是為了加強其學說力量，但其說服力卻略嫌不足。在〈明鬼〉篇，墨子多次以他人

曾聽聞或見過的經驗來論證鬼神之存在，梁啟超先生以為「以上三說，名三實一也，一者何，實經

驗論而已201」。而〈非命〉篇，梁啟超先生以為墨子「仍不出經驗歸納之論法，援徵先王之前言往

行為之前提，其壁壘未能堅也202。」從以上可見，墨子的天志和明鬼的存在是建基於先王及古書，

或者百姓之體驗，全部都是主觀經驗之論，較無說服力，也容易被質疑真實性，如百姓曾經聽過或

見過，可能是出於幻覺、幻聽，甚至是由誤會所造成為的。因此僅靠他人的經驗來證明鬼神之存

在，其論點未夠堅固，不足以令人信服。筆者以為倘若墨子並非以三表法的邏輯形式支撐天鬼是否

真實存在，而是以宗教來作包裝，不需著重天鬼存在與否，而是著重應不應該順從其教義，信則從

之，那麼會更容易讓萬民順服。 

 
196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53。 

197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45。 

198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245。 

199 周富美：《墨子——救世的苦行者》（臺北：時報文化，1996 年）。 

200
 方授楚：《墨學源流》（上海：上海書店，1937 年），頁 106。 

201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臺北：中華書局，1936 年），頁 12。 

202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臺北：中華書局，1936 年），頁 14。 



蕭公權先生指出「春秋時之君臣，雖相與恐懼，終未嘗懲之而一變其淫僻之行。亦可知鬼神

之說不足以儆戒癡頑矣。不寧惟是203」天志與鬼神始終是信仰之說，雖墨子指出他們能賞善懲暴，

但當其賞罰未能彰顯時，他們便可能打回原形，交相惡。其次，墨子針對的對象是平民，他們學識

水平可能相對較低，因此容易相信天鬼之說，但若民智稍開，人民未必再如此相信天鬼之說，而知

識份子亦可能持質疑態度，令天鬼之說無人跟從。 

而在〈公孟〉篇中，墨子的學生亦曾經問生了病的墨子：「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

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

204」明明墨子是聖人，為何上天會讓他有疾病。而墨子則回答：「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

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205」墨子指出人得

病的原因有很多，如寒暑中所得，勞苦中所得，像房屋百門中關一門，盜賊何門不可以進來。然

而，墨子的說法卻與其天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產生矛盾。天鬼雖有賞善罰暴之能力，但同時有其他

因素可以影響結果，其學說與現實生活中有所出入，人們未必即使相信天志明鬼去兼相愛交相利，

也可能會因其他因素被疾病纏身或受到其他損害，故願意跟從其主張的人就更少了。 

     另一方面，學者孫廣德亦批評天鬼說「缺乏良心自力」，他認為「過份藉重外在之力量以約束

之動力行事，自必忽略良心自力之培養與啟發206。」我認為此批評與對兼愛的非議有相似之地方，

上文提到兼愛講求交相利，重視其帶來的集體利益，因此缺乏了人們愛的自覺與忽略其主體意識的

建立，而孫廣德先生認為天鬼之說「缺乏良心自力」，亦正因為人們跟隨天意而行，受到天與鬼神

之約束，做順應天意的事可能只為了得賞避罰，當中忽略了良心、是非之心的啟發與擴充。 

    因此，天志、明鬼作為墨子學說的價值根源，以神道設教的方式深化其學說力量，同時提出非

命，讓人們努力為自己命運打拼，雖說服力稍為不足，亦有矛盾之處，但其主張能夠針對當時社會

之弊病，尤其是攻伐不斷、道德敗壞、民不聊生之時，天志與明鬼能夠給予人民勇氣與力量革新，

而非命亦有正面積極的激勵作用，從而達致墨子理想中的國家強盛，百姓生活富足，和諧安定的社

會。 

 

 

 
20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106。 

20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425。 

205
 孫詒讓：《墨子閒詁．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425。 

206 孫廣德：《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臺灣：中華書局，2017 年），頁 213。 



五、 賢人政治——尚同、尚賢 

  墨子在治國的方針上提出了「尚同」、「尚賢」的兩大原則，顧頡剛於〈禪讓傳說起於墨家

考〉曾指出「尚同主義是尚賢主義相輔為用的，尚賢而不尚同，則政治不能統一，其亂在下；尚同

而不尚賢，則政治不能修明，其亂在上207。」在治國的層面，兩者缺一不可。 

  「天志」則是尚同、尚賢的價值根源，胡適先生曾言「墨子的宗教以『天志」為起點，以『尚

同』為終局208」。故筆者承接上文天志部份，以此輔助闡述尚同及尚賢。在〈尚同上〉所言，「天

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209。」在〈尚同中〉云「夫既尚同乎天子，

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210。」在〈天志上〉也曾言「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

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

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211。」對墨子而言，「天」乃最最高點，故此天子需上同於天，百臣需上

同於天子。 

(1) 尚同 

  按胡適先生的解釋，「尚同」的「尚」並非等同「尚賢」的尚，而是和「上下」的上字相通，

是「取法乎上」的意思212。尚同的出現是由於墨子認為天下之亂源於〈尚同中〉指出「是以人是其

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213。」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對的，因此互相攻擊。墨子認為大家的意見

不統一，並於〈尚同中〉舉出王公大人將親信置為正長，大家都知道他的行為並非為了管治人民，

故大家都結黨營私，「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

214」，證明了上下意見的統一十分重要，並認為需要設置正長，認為「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

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215」，以正長來管束人民，統一意

見，天下也不會因此混亂不堪。 

 
207 呂思勉及童書業編著：《古史辨．第七冊下編》（上海：開明書店，1941 年），頁 49。 

208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年），頁 172。 
209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9-70。 

210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4。 

211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77。 

212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年），頁 172。 

213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1。 

21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8-79。 

215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8。 



他認為「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216。」由於

天子之亂起因是無政長帶領，因此他認為此位需由賢者擔當，除了賢良以外，他在〈兼愛〉提過天

子需要兼愛，因此選立賢者當天子，天子做順行天志的事，兼愛天下，人民跟從天的意志那麼便能

做到「興天下之利」。而在〈尚同下〉亦言「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

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217。」故

賢良士人需要愛人民，以誠信之心愛護百姓，以富貴引導向前，再以嚴明的懲罰督率於後，這樣的

施政人民也會甘願與天子意見一致。 

 政治架構 

  天下廣大難以統一，因此墨子的政治組織體系中分了幾層，由上至下，下至上的直線架構。按

學者孫廣德之歸納218，墨子將天下分做四級，按先後分別是天下——國——家／鄉——里。各級的

政，天下是天子（三公），國為國君或諸候（左右將軍大夫／卿之宰），鄉為鄉長，家為家君，里

為里長。 

 產生方法 

〈尚同上〉言219： 

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

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 

天子三公會再立諸侯國君，而諸候國君又會在國內選賢能之士，將其立為正長。 

〈尚同中〉言220： 

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

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

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

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  

 
216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8。 

217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89。 

218
 孫廣德：《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臺灣：中華書局，2017 年），頁 94。 

219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9-70。 

220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1。 



〈尚同下〉言221： 

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

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

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

君。 

  歸納以上，按〈尚同中〉篇云，天子會「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222」作輔佐者，置之

為三公，協助處理統一國家之事。接著三公會輔助天子去選立國君諸候，然後國君諸候會選立卿之

宰或左右將軍大夫，再由卿之宰和左右將軍大夫輔助國君諸候，去選立鄉長家君。從以上可見，都

是由上級政長去授權下一級的政長，而按上文〈天志〉篇的說明，天子以上的是天，天子則是順從

天意或天的授權來選立三公。 

 統治之法   

  由於墨子認為天下之亂是由於意見沒法統一而引起，因此在設立了政治架構後，他要求萬民跟

從上級之看法，〈尚同中〉提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

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223。」大家都要遵從天子的意志，天子說是的百姓也必說是，萬民的思想以

天子作標準。蕭公權認為尚同即「設立天下共同之政權，以為萬姓行動之標準，使個人化除自私，

而歸心於全體之公利224。」 

在〈尚同上〉云225： 

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

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

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

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 

  從以上可見，墨子認為所有善與不善之行為，百姓都要報告給上面，而上面認為對的事，大家

都必須認為是對，反之亦然。同時，他又認為上面有過失時應該規諫，有好事的話就推薦給國君。

 
221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83-84。 

222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1。 

223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4。 

224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頁 101。 

225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9。 



若不向上面報告，不跟從上面的看法，不推薦好人事，這是上面會懲罰，百姓也會非議的。百姓需

要聽從於里長，鄉長需要聽從於國君，國君又需要聽從於天子。他又指出「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

子，而不敢下比226。」即全國萬民其實都需要上同於天子，不可於下勾結。不僅如此，他又提到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

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227。」按墨子的說法，若百姓除了上同於天子，亦要上同於天，否

則會遭受懲罰，如「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

荐臻而至228」。 

在〈尚同中〉所言229： 

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以為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為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

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

里未遍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

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 

 

〈尚同下〉言230： 

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

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

之，眾聞則非之。 

墨子的尚同說十分依賴下位者的建議和意見。上位者要掌握時勢，便需要下位者將善與不善之

事通報，上位者才能及時作出反應。下位者令天子得到正確資訊，成為天子耳目、口吻、心思及股

肱，越多人願意上報，得到的利處便更大，如〈尚同下〉所說：「上之為政也、得下情則治，不得

下情則亂231。」同時，上文提到「上有過則規諫，下有善則傍薦之232」，對上位者而言，下位者亦作

監督之作用，上位者亦要聆聽意見，改善自身施政，同時下位者亦要推廣善者善事，越推祟之，越

能成為風氣，讓天下人更願意行善，因此上下相勉為善，人民便得大利。 

 
226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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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9-70。 

228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4-75。 

229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9-80。 

230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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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4。 

232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4。 



最後，墨子表示「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

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可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233。」他認為尚同之說是

古代聖王之法，又能為國家百姓帶來大利，因此推祟之。 

 

(2) 尚賢 

墨子〈尚賢上〉指出統治者都「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234」，因此他認為尚賢乃為

政之本。他認為國家政務能否得其功效與實利，關鍵乃在統治者有無唯才是用235。在〈尚賢上〉他

就提到「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236。」墨子認為賢良之士的多寡

會直接影響國家的治績，非常重要。而胡適先生對尚賢有以下解釋237： 

那時的貴族政治還不曾完全消滅，雖然有些奇才傑士，從下等社會中跳上政治舞臺，

但是大多數的權勢終在一般貴族世卿手裡，就是儒家論政、也脫不了『貴貴』、「親

親．的話頭。墨子主張兼愛、所以反對種種家族制度和貴族政治。 

    墨子學說一直都是由平民角度所出發，在當時社會中，王公貴族始終佔有較重權勢，因此墨子

提出尚賢，讓有賢能之士作為上位者，正是基於他兼愛所有人，不會有階級的歧視，使平民也可投

身於政界要位，主張惟才是舉。〈尚賢上〉中提及「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

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238。」以及墨子提到「以德就

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239」，給予賢士高爵位、豐厚俸祿、足夠權力，百姓定必聽

從於賢者。無論該人的出身與職業是甚麼，只要是有能力的就重用他。他又提到「官無常貴，而民

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240。」即做官不會永遠都富貴，而百姓不會永遠都貧賤，有能力

的就推舉他，無能力則罷黜他。墨子的思想打破了舊有世襲、貴族的框架，以能力為主要的考慮因

素。 

 
233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90。 

234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9。 

235
 蔡仁厚：《墨家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頁 250。 

236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9。 

237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年），頁 172。 

238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41。 

239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41-42。 

240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42。 



    他又於〈尚賢中〉舉出先王的書、古代聖王之先例，提到他們都會以尚賢治理國家，最「是以

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241」，同時於〈尚賢中〉仔細地寫出了

尚賢施政的美好社會景象242： 

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

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

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

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為酒醴栥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

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

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

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

已。 

由以上可見，要達致墨子心中的「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

寧無憂243」理想社會，尚賢絕對是為政之本。 

(3) 其理想與實踐之困境 

墨子提出尚同與尚賢，「透過賞罰分明的作用，對人民之意識形態與行為皆有一定之影響與引

導244」。同時，承上文，〈尚同中〉曾提及施政需以「愛民」為前提，而富貴與刑責只是一種手

段，從以上可見，墨子仍是將愛放置重要之位，即使是以尚同為法，仍不會忽略百姓之重要，他認

為如今每人皆持不同意見，百姓難以統一團結，故提出尚同及尚賢之說，盼望人民能跟從一個賢良

的在位者，故積極鼓勵在位者必須對百姓兼愛誠信，上行下效及賞罰的影響下，百姓亦更願意兼相

愛交相利，同時這亦表現出墨家兼愛天下的精神，墨子悲天憫人的關懷，欲達致兼愛興利的理想社

會。而尚賢一說受到的非議不大，如蕭公權曾表示荀子之學與「尚賢」接近，而儒家欲以「君子」

代世卿，其說法與尚賢有相似的地方。  

 
241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54。 

242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45-46。 

243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82。 

244
 吳進安：《墨家哲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頁 210。 

 



就尚同之說，最為受人非議的是「壹同天下之義」的統治方式。由於尚同講求「聞善而不善，

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245。」下級需要聽從上級的說話。然而，此方

法被不少學者批評為專制獨裁的體制，如陳問梅先生認為「天對於天子之權力之限制，是無意義

的……因為在這裡，天子畢竟有其現實上最大之權力，而天是沒有的，所以在現實上，天是無法限

制的246。」由於天子是天下間最高的統治者，雖其受制於天，需順應天意而行，但是天即使會實施

懲罰，也未必能一時三刻顯現，因此其約束力不大。當在位者為暴君，民眾便會再一次陷入苦不堪

言的狀況。加入墨子鼓勵人民向上報，若君主真的是殘暴不仁，那麼通報機制反而會令人民受監

視，人民難以表達個人想法，無機會反抗暴政。墨子對在位者若為暴君並沒有著力的描述，而方授

楚先生亦表示「此種極端之獨裁主義，天子若非仁人而為暴主，又將如何？此則墨子所未言247。」

故此，天對統治者來說缺乏約束力，對為惡之統治者缺乏了制衡方法。 

蔡仁厚教授亦曾評尚同，「墨子教人上同於天，而又必須循尚同的政治機構層層上同，此不但

政教混同，而且天下萬民既不能超越天子以上同於天，則天子之極權終究是難以避免的……王公大

人若能順天之意，愛人利人以為政，則天下自可撥亂而歸治，這才是他根本用心之所在248。」從動

機而言，墨子充滿利國利民的理想，以順天意的仁人為君主自然能撥亂反政。然而，現實的人性未

必永遠如此理想，一旦暴君在位，若百姓依舊堅持尚同，對天子惟命是從，百姓只得其害不得其

利。 

    因此，即使尚同的動機是以萬民之利出發，但其現實的實踐上卻容易陷入專制極權之境地，故

此難以實際運用於當時動蕩不安之社會。 

 

 

 

 

 

 

 

 
245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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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問梅：《墨學之省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頁 174-175。 

247
 方授楚：《墨學源流》（上海：上海書店，1937 年），頁 86。 

248 蔡仁厚：《墨家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頁 54。 



六、 總結 

韓非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249。」呂氏春秋說：「孔墨徒屬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又說「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250。」觀乎各思想家，普遍都認同戰國時期墨學

盛行，可見其學說有其獨特之處。墨子從平民視角出發，以天下萬民之集體利益作考量點，針對當

時社會亂象橫生而想出了不同的對應辦法。以天志、明鬼作神道設教，作為其學說之價值根源，同

時在倫理建設上提出兼愛非攻，鼓勵人們兼相愛交相利，同時停止攻戰，避免百姓流離失所、生靈

塗炭。他以兼愛作為核心，衍生出政治、經濟等主張。他目睹王公貴族揮霍而百姓飢寒交迫之悲慘

狀況，繼而提出了節用、節葬與非樂，也在政治方面提出了尚同與尚賢主張，希望能一統天下之亂

象，同時也打破世襲門第之現象，破血緣親疏的限制，欲提攜平民百姓，提倡愛人如己。同時他指

出應以順應天意而行之賢人為政。除了在位者需要順天而行，人民亦要為自己的命運努力。 

以上種種主張皆因墨子盼望能達致「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

便寧無憂251」的理想社會，消除民之三患，令百姓安居樂業，社會安然有序，國家富足。同時，墨

子雖並非賤人出身，但卻能了解民情，正體現了他對萬民的愛與悲天憫人的同情心。雖然其學說可

能有不足、過於理想或矛盾之地方，以致難以在當時被君主採納，但他追求理想社會的心態，以及

身體力行實踐其主張，令常批評他的孟子也稱讚他「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252」，而錢

穆亦稱讚「墨子學說，反乎人心，使人不喪堪，他的人格卻又搏人歡愛253」。由此可見，墨子興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種追求理想社會的精神，對當時社會有作衝擊性的效果，亦值得現代社會

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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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梁啟超：《墨子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37 年），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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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錄 

附錄一 

第一組：〈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共七篇） 

第二組：〈尚賢〉三篇 〈尚同〉三篇 〈兼愛〉三篇 非攻〈三篇〉 節用〈兩篇〉 

〈節葬〉一篇 〈天志〉三篇 〈明鬼〉一篇 〈非樂〉一篇 〈非命〉三篇 〈非儒〉一篇 （共

二十四篇） 

第三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共六篇） 

第四組：〈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共五篇） 

第五組：〈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傅〉〈迎敵祠〉

〈旗幟〉〈號令〉〈雜守〉（共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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